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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在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世

界性大国的进程中，“国家形象”已经并仍将成为

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每一个中国人必然遭遇

的现实问题。国家形象，既包含特定国家在国内的

形象，也包括其国际形象。在全球信息和市场流通

的前提下，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国内形象之间往往相

互参照、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不仅深刻地影响到

本民族每个个体对于国家共同体的认知、认同，从

而影响到民族凝聚力和归属感，而且也复杂地影响

到其他国家和民族对于中国政府、民众以及所有中

国的精神信息和物质产品的接受、评价和心理认

同，从而左右并决定着中国和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

位和影响力。

国家形象，作为一种主观印象，实际上构成

了人们对于一个国家及其民众的心理预设。负面的

国家形象，会使人们对这个国家及其民众的所有相

关信息和行为的认知和评价带有或多或少、有意无

意的敌对性、排斥性和刻板化印象；而正面的国家

形象则往往使人愿意用更理解、更亲和、更接纳的

方式对待该国及其民众的信息和行为。因此，国家

形象的塑造，其实就是对人们认识和评价一个国家

及其民众的正面预设的塑造。

被新闻媒介反映出来的政府、机构、企业和

公民的行为，与国家形象的关联最直接。国家形象

首先是以媒介对一个国家及其民众的“客观反映”

为基础的。通过媒介反映出来的一个国家是否开

放、自由、民主、富强，该国的社会是否公平、正

义、平等，该国的民众是否诚信、正直、善良、

宽容、博大，这些“反映”是国家形象最重要的

基础。因此，新闻媒介的报道，特别是具备“客观

性”、“平衡性”的报道，在“第一时间”、“第

一现场”的公开透明的报道，都鲜明体现了新闻媒

介塑造国家形象的硬功能。

相对而言，通过虚构的文学艺术所反映的国

家形象，其影响力明显更具软性，更多地体现为

一种文化的“软形象”。这种软性，使文化在国

家形象的塑造中，体现了一种“上善若水”的包

容、浸染、渗透的软功能。这种影响方式，更像

是“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具有持久和潜移

默化的性质。像中国的功夫文化、茶文化、餐饮

文化，以及中国的京剧、民俗、民间文化等等，

都成为国家形象的重要塑造手段。2008年北京奥

运会的开幕式，作为一个文化事件，她的华丽、

丰富、恢弘，特别是对中国“和”文化精神以及

中国与时俱变的民族精神的阐释，是对一个文明

灿烂、文化独特、开放改革、求新求变的中国国

家形象的再塑造，这一图景不仅震撼了世界，也

使一些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比较负面的人因此

而改变了看法。

因而，文化，不是用当下发生的事件来塑造

国家形象，而往往是以所传达的文化来建构国家

形象。我们不能想象，如果没有好莱坞，美国的

国家形象怎么可能具有现在这样的世界影响力；

我们也可以理解，当美国政府奉行单边政策、在

全球穷兵黩武的时候，美国发达的文化产业，仍

然改变不了美国形象在全球的下降。一个国家的

实体形象与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其实正是国家

形象的两轮：一硬一软、缺一不可；一损俱损，

但一荣未必俱荣。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其国家的

“成长性”注定了中国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世界关

注的焦点之一。近年来，中国、中国人、中国元

素、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符号、中国风等

等，越来越频繁和突出地呈现在全球媒介信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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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同建构了

“中国形象”，为

人们提供了对于中

国历史、现状、自

然、人文、生活方

式和价值观的“综

合印象”，这种印

象中既有对中国国

家和民众行为的

“反映”，也有感

性和理性的“判

断”；既有对中国

的“认识”，更

有对中国的“评

价”。

正 因 为 中 国

是一个“成长”中

的大国，成长过程

中的种种阵痛、蜕

变、剥离的污秽，

将不可避免地呈现

给全世界。加上中

国的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等等，都与目前占据世

界格局中心地位的西方国家明显不同，因此，中

国形象的“负面性”，往往会被一直处于文化优

越、经济优越和制度优越感中的西方媒介所凸现

和放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媒介自身则往往又

可能“回避”中国形象的“成长”阴影，自觉地

用“颂歌”修辞来打造中国形象，因而往往导致

中国传媒“天使化中国”与西方传媒“妖魔化中

国”的明显对立和冲突。

在这一背景下，一方面中国需要更加深入地

通过“改革开放”来创造一种现实层面更文明、

更进步、更富强的中国，呈现一个“现实”的中

国形象；一方面也要通过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

相互沟通、相互视界融合，尽可能呈现一个更具

“正面”性的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往往能

够回避国家形象认知方面的硬性差异，用更加柔

软细微的方式塑造国家形象。

中国文化，长期以来，由于在对外输出的时

候，在观念上过度强调“对外宣传”，长期依赖

“文化交流”资助，市场化程度比较低。这一方

面影响了交流效果，一方面也限制了传播范围，

更难以积累资源，打造品牌，进入国际主流文化

市场。中国文化长期停留在小范围、小群体“交

流”或者文化圈“评奖”的精英传播阶段。

过去，我们常常引用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如果说，鲁迅先生强

调的是差异性多么重要，那么，在全球市场的流

通中，我们似乎还应该重视某种对需求的同一性

的认识，强调民族的应该是世界的。原国务院新

闻办主任赵启正先生曾经提出，许多文化能够共

融，才是一种理想的、更高级的文明。所以，他

认为，“中国故事国际表达是对外文化传播的任

务”。曾六次问鼎奥斯卡，享誉国际影坛的独立

文化制片人阿瑟·科恩，对于中国文化如何走向

世界发表看法时，曾经提到，他所看到的中国导

演的作品都非常优秀，但中国文化由于过于本土

化，不利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观众理解和交流，所

以往往不能被国外观众认可。所以，他说，一部

好的影片要能够表达人类普遍关心的感情，让世

界各地的人都看得懂，才能真正传播民族文化。

这些分析都表明，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化，仅仅强

调民族性是不够的，还必须强调普适性、共同

性，开掘人类永恒的主题，进一步展示和挖掘丰

富的人性，表现出使世界各民族观众都能产生强

烈共鸣的价值观。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文化走出去，首

先必须让自己成为世界文化，中国文化的差异性

是世界文化普适性格局中一种差异性。否则，中

国文化很难真正走出去。在今天的文化背景下，

文化要用差异性的内容表达人类的普遍感情，创

造普适价值，与世界各种优秀文化一起，用一种

“差异”与“普适”的结合，创造一种“熟悉的

陌生”，内外互动，才能既影响本民族的接受

者，也能向世界传播民族文化。

中国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资源丰厚，但是，

正如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一样，任何传统如果要

被今天的观众所接受，都必须成为当代文化的组

成部分，与当代人对话，满足当代人需要。文化

传统本身也是特定时代中华民族应对当时的社会

现实所积累的文化智慧和艺术想象。而我们今

天，并不生存在那样一个时代，因此，简单的传

统还原既不可能，也不必要，我们需要的是将传

统变成现代的一面镜子，一种参照，一种框架，

让传统与今天对话，否则，“传统”元素不仅不

能征服其他国家、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观众，

实际上也不能征服中国观众。无论是“女子十二

文化 CuLTuRE
人文日新



95

文化 CuLTuRE
人文日新

乐坊”，或是《卧虎藏龙》，它们的成功，都证

明了传统只有在作为现代的组成部分的时候，才

具有文化的魅力。

传播是一种交流。任何交流都不能简单地

“以我为主”，而是相互妥协，因此，无论是面

对本民族的文化接受者，或者是世界其他国家和

民族的文化接受者，我们都不能简单地以一种

“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方式进行教化，而应该

做更多的“对话”、“谈判”，甚至当我们对外

传播能力不足的时候，还需要对国际市场做必要

的妥协、让步，以退为进。因此，在对外文化传

播的最初阶段，我们不能过分强调民族性的所谓

纯粹性，甚至不能过度敏感。只有文化被接受

了，只有成为市场上具有交易能力的强者，我们

才能在传播过程中获得更多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实际上，美国文化在国际输出的时候，常常借用

其他国家、民族的各种文化元素来包装自己（如

动画片《花木兰》、《功夫熊猫》中对中国元素

的借用），甚至故意隐匿自己的“国家身份”，

将自己打扮成为世界文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菊豆》、《秋菊打官司》、《霸王别姬》

等一批较早走出国门的中国电影最早获得了国际

认同，但当时就有不少人批评这些影片采用了一

些西方标准来进行所谓“东方主义”改造。但恰

恰正是这批文化，扩大了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影

响，甚至引起了一大批西方人对中国的浓厚兴

趣。而相反，那些按照歌颂、弘扬模式生产的文

化作品，不仅卖不出去，甚至连送都送不出去，

何来影响和实力？

所以，一方面在具体对外介绍和推出文化

时，我们不能以不变应万变，不能千品一面、孤

芳自赏，必须充分考虑不同国别、不同民族、不

同受众千差万别的欣赏心理、文化背景、接受形

式，充分尊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宗教信仰与道德

传统，贴近各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需求和欣赏习

惯。实际上，美国文化为了进入中国市场，也会

有意识地加入一些中国人物、中国演员、中国台

词、中国场景等元素，适应市场交流的需要。如

《碟中碟III》选择上海作外景。中国文化在这方面

也需要提高市场适应能力和本土化改造能力，在

每一个细节上，都要站在不同市场特定观众的出

发点来考虑如何设置节目、宣传推广，考虑和照

顾接受者的文化消费习惯。其实，也不仅是文化

产品，所有产品在国际化过程中，都会向市场妥

协，都会进行本土化改造，这是国际传播的普遍

规律。许多国外文化产品进入中国时，也会有意

识加入中国元素，适应中国市场交流的需要。这

方面，好莱坞积累了许多“本土化”妥协和改造

的商业经验。任何文化的影响，都不能仅仅依靠

“霸权的强迫”而必须依靠“柔软的力量”。

应该说，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目前还处在

吸引世界关注、化解形象危机、描绘形象轮廓的

阶段。在这一形象塑造过程中，政府行为、公民

行为、社会动向以及媒介对这些行为和动向的报

道，仍然是国家形象塑造的硬指标。相比之下，

文化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功能更软更弱。文化不

可能脱离国家发展的阶段性和现实性来塑造国

家形象。

过去我们往往单纯强调民族性，但进入全球

化时代以后，中国国家形象要被全世界所接受、

尊敬，必须表现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如果说新闻

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差异性的话，那么相对而

言，艺术和娱乐在很多情况下，意识形态性会比

较隐晦甚至弱化，这也是为什么优秀的艺术作品

从古到今、从中到外，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

政治制度中都可能得到人们认可的原因。因此，

文化产品往往表现出更多的普适性、共同性，特

别是类似勇气、尊严、尊重、怜悯、崇高、英

雄、牺牲、爱，这些共同的伦理价值往往能够为

全人类所共享。相当一部分中国当代文化产品在

表达方式上往往带有太多的民族、意识形态排他

性，导致作品的价值接受面狭窄，不仅难以被其

他国家的观众所接受，甚至也难以被中国不同年

龄段、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所共同理解。所以，

文化要体现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一方面

我们不必用民族性来排斥民主、自由、平等等被

许多国家所认可的价值观；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用中

国“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来丰富改造所谓的普世价

值观，使之成为世界文化的鲜活力量，用中国文化

带给世界以新鲜营养。将中国民族文化融入普世价

值，是中国文化应该承担的文化使命，这也是中国

国家的文化形象能够被世界接受的前提。

国家形象的塑造必须超越民族主义，才能

得到世界认可。中国文化可以用中国文化、道德

和哲学去补充、丰富世界价值。普世性不能成为

西方文化的专利。中国必须融入世界才能影响世

界，自立于世界之林而不是世界之外，中国文化

才能有影响力。




